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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确权与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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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策性农业保险参保意愿,在农地确权农户中的积极性低于未确权农户,隐含着理论逻辑与现实之间

的明显反差.由地权不稳定所带来的预期不足,强化了农户对政府与集体的依赖,并通过响应基层政府政策的

方式来规避地权弱化的风险.农地确权则可能强化农户的行为能力,并降低相关政策动员的响应效果.政策性

农业保险购买行为被部分农户视为响应政府、规避地权风险的策略性手段.基于河南省麦区农户调研数据的实

证分析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显著降低了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参保意愿,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自选择问

题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再检验后依然成立;其中,政府依从成为重要的中间机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农户对地

权安全性的感知越强,其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策略性作用就越弱;村干部家庭将弱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策略

性作用;农户受灾将强化保险的策略性作用,而灾后获赔将弱化保险的策略性作用.政策性农业保险推广应该

从“政治逻辑”转化为“经济逻辑”,变农户被动选择为主动选择,由此推进农业保险市场的精准施策与有序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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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世界各国都普遍重视农业保险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作用.我国是农业大国,小农经营的分散性、
自然灾害的多发性与农产品市场的波动性等难题,导致我国农民面临着严峻的农业风险.为此,２００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此后中央一号文件连续１７年强调对农业

保险的支持.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明确提出将农业保险作为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业保险作为国家“三农”工作的重

要政策安排,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支持农业稳产保供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政府救灾的创新金融工具,其核心是通过保费补贴等政策扶持分散农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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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风险,尽可能减轻农民保费负担,并由此减少农民的因灾损失从而保障农民稳收、增收.在农村土

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背景下,地权安全是改善农户稳定性预期并激励其投资行为的重要前提,按照这

一逻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颁证(后文简称“农地确权”),会强化农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

求[１][２].但实际情况是,随着农地确权政策的推进,农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不仅没有提升反

而出现了下降的趋势.首先来看宏观数据,由图１可知,在我国农地确权工作２００９年试点、２０１３年

全国推进这两个时间节点之后的一年内,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均呈现出基本停滞状态,农业保险保费收

入增幅与农业保险参保农户户次增幅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张卓和尹航(２０１９)对全国３０个省

份(不包括西藏)农业保险参保率的分析也表明,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间,多个省份出现了农业保险参保

率下降的趋势[３].其次,微观数据方面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本课题组根据２０１７年河南省麦区农户

问卷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未确权农户中具有参保意愿的占比达７４．３２％,而在确权农户中这一比重

仅有６８．０３％;２０１５年９月和２０１６年２月,对江西省与广东省农户进行调研的数据表明,未确权农户

中具有参保意愿的比重为１９．６４％,而确权农户中的比重仅为１７．２５％.可见,随着农地确权政策的推

进,农户政策性保险购买意愿并未随之增加,反而有下降趋势,隐含着理论逻辑与现实之间的明显

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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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历年中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与农户参保态势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保险年鉴».

　　以往研究从个人特征[４]、政府补贴水平[５]、保险供给与服务[６]、保险意识与保障水平[７]、风险分散

手段[８]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农户参保意愿较低的原因.此类文献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农户参保积极性

不足,是因为参与农业保险难以达到规避自然风险、保障收入稳定的预期目标.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到

农业保险需求与政府权能的相关性,强调发展保险市场与改善政府政策干预的“双管齐下”,由此引导

农户提升参保意愿[９][１０].
尽管政策法规明确规定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自愿参加的基本特性,然而实际情况是,我国农户受

限于风险意识较低、经济基础较差等因素,农民总体参保意识并不强,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并不

高[１１],导致基层政府往往需要采取强制性与引导性措施才能提高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参保水

平[１２][１３],从而完成工作考核、减轻灾害风险带来的压力并尽可能争取上级政府的补贴支持.一个重

要的事实是,地权弱化会促使农户听从基层政府意志、增加从基层政府获得帮助的需求,并促使农户

避免可能的“反向激励”,从而强化农户对基层政府的依从与响应程度.因此,利用对农地一定程度的

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进而正向或反向激励农户,是基层政府动员农户响应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号召

的重要策略[１３][１４].此时,农户赋予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响应基层政府号召、降低地权稳定性不足

风险的策略性手段意蕴.新一轮农地确权赋予了农民更为充分的财产权利,也降低了地方政府随意

对农地产权施加影响的可能性[１４],进而农地确权政策将影响农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通过

分析农地确权对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行

为的变化趋势,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对农户参保行为进行引导.
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农户的参保行为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但参保意愿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为了

聚焦问题并完成有限目标,本文将重点分析农户的参保意愿.本文试图基于“农地确权—政府依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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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参保意愿”的分析线索,利用２０１７年河南省麦区农户的问卷数据进行实证考察,揭示政策性农业

保险所隐含的响应基层政府号召、表达对基层政府依从的策略性作用,从而阐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

度内涵与行为发生学意义.

二、理论分析

(一)基层政府动员农户参保:积极性与强制性

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实际操作中,基层政府也具有较高的积极性来动员农

户参保.第一,动员农户参保是基层政府履行本职工作的体现.２０１９年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中第八条对县乡级

基层政府的职责和行为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基层政府部门和相关单位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协助

农户和保险机构办理农业保险业务”.乡镇与村干部所代表的基层政府是宣传、推广农业保险的组织

者与实施者,许多地方甚至把农业保险参保率列为村干部的工作业绩考核指标[９][１２].第二,农户参

保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缓解政府的救灾压力.以往,农户转移自然灾害与经济损失、获取受灾补偿的

主要来源是政府救济[１５],一旦发生灾害,政府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将承担较大压力,因此必须用

好农业保险这一市场化的风险分散工具.事实上,我国自２００７年启动农业保险改革以来,农业保险

年赔付支出总额不断攀升,２０１４年首次超过政府救济支出总额,成为农业救灾的重要力量[６].第三,
积极推广农业保险的村镇能够获得一定的补贴或奖励.为了鼓励基层政府推广农业保险的积极性,许
多地区出台了针对基层政府的奖补措施.例如,江苏淮安地区政府除了给予农户保险补贴的支持外,对
每个试点乡镇给予１万元的试点宣传费以保证农业保险推广活动的开展[９].此外,承担政策性农业保

险的承保公司,为了扩大保险经营范围、提高农户参保率,可能会向基层政府提供一定的“公关费用”[１６].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总体参保意识并不强,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１１].农民甚至存在

一种认知,认为农业保险是政府的事情[６].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２０１５年的调研数据表明,
全国有近３３％的农户没有购买过农业保险,如果加上被强制购买的农户(由村委会或镇政府统一购

买农业保险,或者受到来自基层政府的压力被动购买),这个比例将提高至５５％[８].为了完成工作任

务,并减轻灾后可能带来的压力,地方政府会采取引导或强制措施提高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参保水

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的强制属性.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策略性手段意蕴:政府干预下的农民响应

虽然稳定地权是当前我国政府努力的基本线索,但以地权模糊和农民产权弱化为主要特征的农

村地权实践一度长期存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农民凭借其天然的集体成员权,平等享有对

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因此,“均田”或“均分”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１７].相应地,由于婚嫁、生死等带

来的人口增减变动,以及农村征地等情况时有发生,当人地关系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通过

一次又一次的农地调整来满足农民对于“平等”的诉求,从而造成了地权的不稳定[１８][１９].在农地确权

之前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农地调整在产权模糊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地权稳定性[２０].
在农村地权不稳定的制度背景下,基层政府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与集体经济组织的代理人,对

农地拥有一定程度的剩余控制权与处置权[１７].事实上,农村自２００６年取消农业税后,土地成为基层

政府维护乡村治权并实施村庄控制和生产管理的策略性手段[２１].
农地产权的模糊性所诱发的农民产权弱化与政府影响能力强化,决定了农户对基层政府具有较

强的依从性与较高的响应性.第一,习惯性听从.基层政府依托对农村地权的控制,掌握着农村土地

资源的分配权,基层政府对农民的期待便是听从命令而非试图改变政府决策[２２],顺应基层政府也成

为农民的一贯做法.第二,获得基层政府“好感”进而获取帮助.基层政府权力相对集中容易诱发农

户对基层政府家长式治理的依赖.在农地产权不稳定进而诱发较高经营风险与不确定性风险的背景

下,农户通过响应基层政府号召、与基层政府形成友好关系以获得政府“好感”[１４],从而换取政府提供

的支持、帮助与关照[２３].第三,避免可能的“反向激励”.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采用政府倡导、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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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的方式推进的,但事实上,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重要性使其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质[２４],未参保的农户

可能面临农地调整、信贷受限、灾害救济缺失、粮食补贴扣押等问题[１２][１３],从而反向激励农民的行为

响应.
由此,基层政府可以通过地权调整的方式,改变农民对土地的自由处置权与作物的可选择空间

等,隐性地正向或反向激励农户,从而达到推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在基层政府的干预之下,农
户参保行为可以强化基层政府的好感并避免“反向激励”可能带来的损失,此时,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

被农户赋予了表达对基层政府的依从、响应基层政府号召的策略性手段意蕴.因此,在预期不稳定背

景下,农户通过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策略性手段,可以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关照.
(三)农地确权、政府干预弱化与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

自２１世纪以来,中央政府不断强化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农村土地赋权、强权、稳权与

维权已经成为中国农地政策法规的基本导向.产权强度是由国家赋权、社会认同和行为能力共同决

定的[２５].农地确权颁证工作是国家赋权的重要体现,对强化农民土地产权具有重要作用.新一轮农

地确权最初始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的试点,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用５年时间在全国基本完成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农地确权从法律赋权层面强化了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强度.
新一轮农地确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生不增、死不减”的集体成员权的身份固化,二是承包权

“四至”的空间边界清晰.由此将引发三个方面的显著变化:(１)基层政府干预的力度被弱化.农地确

权后,土地可供调整的空间与可能性变小,随之而来的是农户土地权利的增加与基层政府土地权利的

缩小,基层政府对土地的操作空间被压缩,对农民生产决策施加影响的能力也大幅减弱.(２)农民谈

判能力增强.农地确权使得农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权利,强化了农户自由选择生产方式的市场化属性,
有效配置土地与自身劳动力等资源的交易成本得以降低,生产效率得到提升[２６],农户面对政府时的

谈判能力增强,习惯性听从倾向弱化.(３)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下降.农地确权释放了为维护地权稳

定而不得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农民流动的机会成本下降,自主就业的空间扩大,预期可获得的收

益不断提高,因而对土地的生存依赖性下降.基层政府对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行为的干预能力

弱化,农户自身谈判能力增强以及不断下降的土地依赖性,共同降低了农户对基层政府的依从性与响

应积极性,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所隐含的响应基层政府号召、依从基层政府的策略性手段作用被弱

化.因此可以推断,农地确权将抑制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７年对河南省６个县进行的农户和村庄问卷调研.选择此数据的原因在于:
第一,河南是产粮大省,分析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购买意愿,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微

观检视意义;第二,选择的调研县域,均以小麦种植为主,排除了作物品种异质性的干扰.该问卷分两

批进行.第一批调研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６月,选取小麦播种面积大且处于典型中原地貌的正阳县作为代

表县.根据分层抽样原则随机抽取１０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５个村、每个村抽取４０户样本户,共
计２０００个样本.第二批调研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７月,按照分层抽样原则,在河南省五大区域各选取一个

县(豫南上蔡县、豫东杞县、豫中舞阳县、豫北安阳县、豫西新安县),每个县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五等分

所有乡镇,每组随机抽取一个,共５个样本镇.每个样本镇随机抽取２个村,每村随机抽取４０户,共
计２０００个样本户.最终获取有效农户样本３９１４个.

(二)变量设置

１．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有两个,分别是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意愿和购买小麦险的

意愿.政策性农业保险涵盖多个不同的险种,本文在设置被解释变量时,当农户至少有一种政策性农

业保险险种的购买意愿,便可认为存在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赋值为１,反之不存在,赋值为０;小
麦险属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一个特定险种,将小麦险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本文所用麦区调研数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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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农户有小麦险的购买意愿,则赋值为１,反之则为０.

２．关键解释变量.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是农地确权.参考已有文献关于农地确权指标的测度标

准[２７],将已经领取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农户视为确权农户,反之则视为未确权农户.之所以选择是否

领取农地确权证书来衡量农地确权,是因为尽管村庄内的农地确权工作在程序上是同步进行的,但在

实际实施过程中,农户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时间并不一致[２８].２０１５年河南省政府印发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实施意见»(豫政办

〔２０１５〕３９号),明确指出下列情况暂不进行确权登记颁证:一是对确因自然灾害毁损等原因需要调整

的地块,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调整后再予确权;二是,权属争议未解决的不进行确权登记颁证.此外,
该文件还指出承包地块面积、四至等材料要经农户签字认可.事实上,多个省市也对无法确权或暂缓

确权的情况进行了规定,例如福建省晋江市在土地确权工作中提出要注意两个不确权、两个暂缓确

权.两个不确权,是指政府已经征用的土地,以及近两年准备实施征用土地的重点项目.两个暂缓确

权,第一个是存在私下买卖的情况,因为法律不允许,第二个是出现纠纷的情况,诸如边界纠纷等[２９].
农地调整、权属争议和农户个人因素等均可能导致同一村庄内确权证书颁发时间不一致,因此,是否

领取农地确权证书能够有效地衡量农户的农地确权情况.

３．控制变量.本文在实证过程中分别对农户的家庭特征、务农特征和村庄特征进行控制.具体

来说,家庭特征包括家庭平均年龄、高学历人口比重、家庭女性比、女性劳动力比重、代际务工情况、家
庭总收入、农产品收入比重、对新事物接受度、户主是否为党员、家庭人口与劳动力数.务农特征包括

谷物播种比重、农业培训比重和承包地面积.村庄特征包括村庄地形和本村到镇上的时间.此外,县
级虚拟变量也被纳入模型中进行控制.具体变量定义以及确权农户与未确权农户的分组统计差异详

见表１.
　表１ 变量描述

变量 定义 确权组均值 未确权组均值 均值差异

被解释变量

　保险购买意愿 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意愿,愿意购买＝１,不愿意＝０ ０．６８０ ０．７４３ ０．０６３∗∗∗

　小麦险购买意愿 购买小麦险的意愿,愿意购买＝１,不愿意＝０ ０．４８５ ０．５２６ ０．０４１∗∗

关键解释变量

　农地确权 是否领取承包经营权证书,是＝１,否＝０ １ ０ １
控制变量

　平均年龄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单位:岁 ４１．２３９ ４０．１４２ １．０９７∗∗

　高学历人口比重 大专及以上人数占比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６ ０．００５

　家庭女性比 家庭中女性人数占比 ０．４７６ ０．４７９ ０．００３

　女性劳动力比重 女性劳动力占家庭劳动力的比重 ０．３４８ ０．３５０ ０．００２

　代际打工 几代人打工,无＝０,一代＝１,两代＝２,三代及以上＝３ １．０２２ １．０２ ０．００３

　家庭总收入 家庭总收入,单位:元,取对数 ８．６４７ ８．６２３ ０．０２４

　农产品收入比重 农产品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０．４３０ ０．４６０ ０．０３０∗∗

　新事物接受度
您家接受新生事物(如新的信息、技术、产品、农艺等)的态度,
比较积极＝３,一般＝２,不太积极＝１ ２．３４８ ２．３７０ ０．０２１

　党员 户主是否为党员,是＝１,否＝０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４ ０．００３
　人口数 家庭人口数,单位:人 ４．３０６ ４．３３２ ０．０２６
　劳动力数 家庭劳动力数,单位:人 ３．０２８ ３．０８３ ０．０５５
　谷物播种比重 农户播种的谷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 ０．７６５ ０．７ ０．０６５∗∗∗

　农业培训比重 参加过农业培训的人数占劳动力的比重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１
　承包地面积 家庭承包地面积,单位:亩 ８．６３７ ９．３２６ ０．６８９
　村庄地形 本村所处的地形,山区＝１,丘陵＝２,平原＝３ ２．８７１ ２．８７５ ０．００４
　时间 所在村庄到镇政府坐班车需要的时间,单位:小时 ０．３２０ ０．３６０ ０．０４０
　县虚拟变量 县级虚拟变量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以下表同;均值差异为未确权组均值减去确权组均值,并经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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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１的样本均值可知,确权农户中６８．０％的农户有政策性农业保险参保意愿,未确权农户的这

一比例则高达７４．３％;对小麦险来说,确权农户中有参保意愿的比重为４８．５％,未确权农户中的比重

则为５２．６％.可见,农地确权农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参保意愿明显降低.
(三)模型设置

为了识别农地确权对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本文设置如下回归模型:

Yi＝α０＋α１Xi＋α２Di＋εi (１)
式(１)中,Yi 是被解释变量,分别表示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与小麦险购买意愿;Xi 是关键解

释变量,即农地确权;Di 是控制变量,εi 是残差项.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二元变量,因此选择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Probit模型估计出的系数

值,不能给出自变量变化导致因变量概率产生变化的百分比,仅能够呈现二者之间的影响显著性与影

响方向,故而,本文将对Probit的边际效应进行汇报.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分析

表２报告了农地确权对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边际效应).第(１)(３)列报告了稳

健标准误回归结果,作为对照.第(２)(４)列报告了在村庄层面聚类标准误的回归结果,各列结果均表

明,农地确权对农户参保意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回归结果验证了本文理论分析的基本判断.需要

说明的是,本文的各个实证模型所用到的数据量与调研数据总样本量之间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调研

样本中存在缺失值,因而被纳入模型计算的农户样本也不同.
　表２ 农地确权对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

变量
保险购买意愿

(１) (２)

小麦险购买意愿

(３) (４)

农地确权 ０．０７７∗∗∗(０．０２２) ０．０７８∗∗∗(０．０２８) ０．０５５∗∗∗(０．０２１) ０．０５５∗(０．０３３)
平均年龄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高学历人口比重 ０．０８７∗(０．０４６) ０．０８７∗∗(０．０４４) ０．０４８(０．０４６) ０．０４８(０．０５９)
家庭女性比 ０．００８(０．０６３) ０．００８(０．０５９) ０．０３７(０．０６０) ０．０３７(０．０５８)
女性劳动力比重 ０．００６(０．０３８) ０．００６(０．０３４) ０．０５９(０．０３８) ０．０５９(０．０３６)
代际打工 ０．００５(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０．１５) ０．００９(０．０１４) ０．００９(０．０１６)
家庭总收入 ０．０１１(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０．０１５) ０．０２０(０．０１４) ０．０２０(０．０１６)
农产品收入比重 ０．０９４∗∗(０．０４３) ０．０９４∗∗(０．０４２) ０．１２４∗∗∗(０．０４０) ０．１２４∗∗∗(０．０４２)
新事物接受度 ０．０３８∗∗(０．０１５) ０．０３８∗∗(０．０１７) ０．０６５∗∗∗(０．０１４) ０．０６５∗∗∗(０．０１７)
党员 ０．０２８(０．０３９) ０．０２８(０．０３８) ０．０４９(０．０３９) ０．０４９(０．０４１)
人口数 ０．００７(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０．００９) ０．０１１(０．０１０)
劳动力数 ０．０１４(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０．０１３) ０．０１８(０．０１１) ０．０１８(０．０１３)
谷物播种比重 ０．１４９∗∗∗(０．０４８) ０．１４９∗∗(０．０５９) ０．２１３∗∗∗(０．０４９) ０．２１３∗∗∗(０．０５１)
农业培训比重 ０．２０３∗∗(０．０７９) ０．２０３∗∗∗(０．０６６) ０．１４３∗∗(０．０５８) ０．１４３∗∗∗(０．０６４)
承包地面积 ０．００５∗∗(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０．００２)
村庄地形 ０．０３４(０．０９７) ０．０３４(０．０９４) ０．０１４(０．１０１) ０．０１４(０．０１８)
时间 ０．００７(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０．０１８)
县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２１９(１．３７８) ０．２１９(１．４３３) １．６７３(１．１８３) １．６７３(１．３７４)

PseudoR２ ０．１７７ ０．１７７ ０．２２５ ０．２２５
观测值 １４６９ １４６９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２

　　注:第(１)(３)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第(２)(４)列括号内为村庄聚类稳健标准误.如无特殊说明,下述表格中的标准误均为村庄

聚类稳健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１．考虑内生性问题.本研究中农地确权变量可能引起内生性问题.首先,具有参保意愿的农户

可以被视为具有现代意识,愿意尝试新事物,并积极参与农地确权工作.其次,模型中还可能存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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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观测不到的能够影响保险购买意愿的遗漏变量.为了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使用工具

变量法,采用IVＧ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参考 Card和 Krueger(１９９６)的研究思路[３０],本文将同镇其

他村农户的农地确权占比作为工具变量.表３汇报了IVＧ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相对于

未确权农户,确权农户的保险购买意愿显著降低.这一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证明了估计结果的

稳健性.
　表３ IVＧProbit工具变量法检验

变量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保险购买意愿 小麦险购买意愿

农地确权 ０．４６６∗(０．２４５) ０．５３１∗(０．２８５)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４６９ １９９２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本镇其他村农户的农地确权比重 ０．６０２∗∗∗(０．１２９) ０．５２８∗∗∗(０．１３６)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４６９ １９９２

　　２．考虑样本自选择问题.考虑到文章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本部分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重新估计农地确权对农户政策性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首先,将样本分为未进行农地确权的

农户(控制组)和进行农地确权的农户(试验组)两个组别.然后,将基准回归模型中的控制变量纳入

PSM 模型中以保证可忽略性假设得到满足,并使用 Logit模型估计倾向性得分值.最后,考虑不同

匹配方法各有优缺点且均存在一定的测量误差,本文分别使用k临近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和卡尺

内k临近匹配四种匹配方式,估计农地确权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以检验匹配结果的稳健性.表４
的估计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何种匹配方式,农地确权均显著抑制了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小麦险的购

买意愿,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表４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再估计

变量

匹配方式

保险购买意愿

ATT t

小麦险购买意愿

ATT t

k临近匹配(k＝４) ０．０８７∗∗∗ ３．１４ ０．０６６∗∗ ２．３６
半径匹配 ０．０７８∗∗∗ ２．９９ ０．０７０∗∗∗ ２．７１
核匹配 ０．０８０∗∗∗ ３．１０ ０．０６８∗∗ ２．６６
卡尺内k临近匹配 ０．０８５∗∗∗ ３．０４ ０．０６９∗∗ ２．４７

　　３．替换数据库.为了证明本文的研究具有普遍性,这里采用宏观数据再次分析农地确权政策对

农业保险购买的影响.尽管宏观数据无法细致地分析农户行为机理,但是依然可以较好地验证本文

的逻辑.中国的农地确权政策是渐次推进的.２００９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并开始小范围的村庄试点,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以乡镇为单位在数百个县进行

选择性试点.２０１４年才开始在省级层面进行试点推进.其中,２０１４年农业农村部首先将山东、四川

和安徽作为整体试点省份,２０１５年增加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甘肃、宁夏、吉林、贵州以及河南９个

整省试点,在２０１６年又增加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浙江、广东、海南、云南和陕西１０个省

份开展整省推进.
农地确权的依次推进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准自然实验机会,因此本文搜集２０１４年与

２０１５年３０个省份(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DID)估计农地确权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购

买的影响.首先,设置时间虚拟变量,将２０１５年设置为政策冲击时间,赋值为１,２０１４年赋值为０.
其次,设置实验组和控制组,把２０１５年纳入整省确权试点的９个省份设置为１,其余省份设置为０(剔
除２０１４年已经纳入确权试点的３个省份).

本部分使用参保农户户次增长率作为因变量.这是因为,相对参保农户户次等绝对数值指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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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使用增长率更不容易受到本省农村人口绝对数量、农业保险发展阶段等固有差异的影响[３１].表５
的估计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政策对参保农户户次增长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表５ 基于DID估计的农地确权对参保农户户次增长率的影响

阶段 参保农户户次增长率

确权前(T C) ５．９４５∗(２．９１０)
确权后(T C) １．４４８(３．４４７)

ATT ７．３９３∗(４．２５０)

　　注:括号内为省级聚类稳健标准误.模型对省级层面的人口情况(乡村人口占比、城镇人口
占比、劳动力人口占比、平均受教育年限)、农业情况(谷物播种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农业机械
化水平(各省农业机械总动力取对数)、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经济情况(GDP、GDP增长
率、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省级特征(与最近港口距离、平均海拔)进行了控制.数据来
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参保农户户次增长率数据来源
于历年«中国保险年鉴»,农户参保户次的缺失数据参考了张卓和尹航的测算值[３].

　　(三)机制分析

本文的基本逻辑是,基层政府对地权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农户通过顺从基层政府意志、响应政

府号召来表达对基层政府的依从性,从而导致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成为表达对政府的依从、规避地权

不稳定风险的策略性手段;农地确权则削弱了基层政府影响地权稳定性的能力与空间,降低了农民响

应基层政府号召的需求,政策性保险的策略性作用被弱化,进而降低了农户的保险购买意愿.
本文使用问卷中“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测度“政府依从”变量,作为农户依从政府、响应号召的代理

变量.信任可以视为一种预期[３２],例如,Deutsch(１９５８)将信任定义为“对未来时间的期望”[３３].“对
政府的信任程度”可以理解为农户对政府所具有的直接干预自身生产生活能力与程度的预期.农地

确权政策提高了土地产权的明晰程度,市场配置农地要素将更加有效率,同时,农地确权必然伴随着

基层政府管制力量的不断弱化.农户将会形成这样一种认知,政府通过政策法规、行政干预等方式直

接作用于个人生产生活的可能性及作用空间被不断压缩,换句话说,农户对基层政府直接干预自身生

产生活的“能力信任”有所降低.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信任的品质对象包含动机信任、决心信任与能力

信任等多个维度[３４],尽管农地确权弱化了农户对基层政府通过直接干预农村土地进而干预自身生产

生活的能力信任,但是农户能够感受到农地确权政策带来的产权明晰等好处,因此农地确权并不会动

摇政府在农民心中“一心为民”的良好形象,即没有动摇对政府的动机信任与决心信任.当我们综合

考虑政府信任的多个维度时候,对于农地确权总体降低政府信任便可以给出更加合理的解释,其可能

的原因在于能力信任维度下降明显,而动机信任与决心信任涨幅较小或没有改变.这样,既能够解释

农地确权政策为何从总体上降低了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又不会造成与常识的冲突.综上,采用“对政

府的信任程度”能够很好地反映农户对政府依从的程度.表６的估计结果显示,农地确权显著降低了

农户对政府的依从度,而对政府依从程度越高的农户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小麦险的意愿越强烈.
从而表明,政府依从变量所表达的农户对政府的依附性是农地确权降低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

重要中间机制.
　　 　表６ 机制分析

变量
政府依从

(１)

保险购买意愿

(２)

小麦险购买意愿

(３)

农地确权 ０．１８３∗(０．１０４)
政府依从 ０．０１１∗∗(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０．００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８．９９９∗∗∗(１．０３８) ０．０８０(１．５５５) １．４７５(１．４０２)

PseudoR２ ０．０３９ ０．１７０ ０．２２９
观测值 １９７３ １６３４ ２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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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讨论:异质性分析

(一)农户地权安全性感知强度差异

土地产权的法律赋权及其实施,需要通过农户的地权安全感知进行评估[３５].可以推测,农户感

知到的地权越不安全,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所起到的策略性作用就越大,农地确权对保险的抑制性作

用也越强.本文使用“承包地可以赠予他人”和“承包地可以买卖交易”两个问项测度农民对地权的安

全感知强度.若农户对两个问项均持肯定态度,则认为农户对地权安全性感知强度较高;仅有一个问

项持有肯定态度,则认为对地权安全性感知强度中等;如果均为否定态度,则认为对地权安全性感知

强度较低,并据此对样本进行分组处理.表７报告了农地确权在不同地权安全性感知水平下对农户

参保意愿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当农户的地权安全性感知水平处于中等或较高水平时,农地确权对

农户参保意愿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当农户对地权安全性的信心不足时,农地确权对农户参保意愿

的抑制性将十分显著.可见,模型结果证明了本文逻辑的稳健性.
　表７ 地权安全性感知强度对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

变量
“地权安全性感知”较高

参保意愿 小麦险意愿

“地权安全性感知”中等

参保意愿 小麦险意愿

“地权安全性感知”较低

参保意愿 小麦险意愿

农地确权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３)

０．１０９∗∗

(０．０４４)
０．１０１∗∗

(０．０４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８９８
(１．９５１)

０．１４８
(１．５５３)

４．８６５∗

(２．７０７)
２．６７７

(２．４８１)
１６．２６２∗∗∗

(１．１３５)
１．９０１

(２．０４７)

PseudoR２ ０．１２８ ０．１９６ ０．２３２ ０．２６１ ０．２４３ ０．２４９

观测值 ３７１ ４８９ ５３５ ７６５ ５６１ ７３６

　　(二)是否担任村干部

村干部是国家政治的乡村代理人,国家对乡村进行治理需要通过村干部的努力才能实现[３６].村

干部,一方面,往往是农地调整的决策者、组织者与实施者;另一方面,他们带头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

的行为与其身份特征和工作性质具有一致性.因此,从逻辑上来说,村干部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

观积极性较高,保险购买并未被他们作为规避地权风险的策略性手段,那么农地确权对其参保需求的

影响将是有限的.本文使用问卷中“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担任村干部”的问项,将样本农户分为村干

部家庭和非村干部家庭进行分组回归.表８第(１)列在回归时,由于数据量过少导致部分虚拟变量出

现共线性问题,因此部分变量被自动忽略,估计结果参考性不高.第(３)(４)列估计结果表明,农地确

权对村干部家庭参保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非村干部农户则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该结果与本

文的逻辑是一致的.
　表８ 担任村干部对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

变量
保险购买意愿

村干部家庭(１) 非村干部家庭(２)

小麦险购买意愿

村干部家庭(３) 非村干部家庭(４)

农地确权 ０．４２５∗∗(０．１６８) ０．０７９∗∗∗(０．０２８) ０．０３８(０．０７１) ０．０５８∗(０．０３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４９．９１１∗∗∗(１７．５６３) １．０４２(１．５８６) ８．０３１∗(４．４２７) ２．７６２∗∗(１．４１８)

PseudoR２ ０．６２５ ０．１７４ ０．６０９ ０．２２１

观测值 ７６ １３８９ ８８ １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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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灾害遭遇与赔付情况的情境分析

农户转移自然灾害损失并获取受灾补偿的主要来源是政府救济[２１].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推

广时间相对较短、赔偿金额普遍较低且手续繁琐,尚不足以完全承担起灾后补偿、弥补损失的重任,因
而农户更加寄希望于政府救济来应对灾害风险.由此可以推测,遭受农业自然灾害将强化农户对政

府的救济依赖,从而更加愿意响应基层政府号召,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策略性作用将进一步强化,农地

确权对保险购买意愿的抑制作用也更大;受灾后获得政策性农业保险赔付的农户,则会强化农业保险

抵御风险的市场性作用[３７],进而弱化农业保险的策略性作用,农地确权对保险购买意愿的抑制作用

则更小.
本文根据农户是否受灾以及受灾后是否获得保险赔付,将农户进行分组,表９报告了不同情境

下,农地确权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对受灾农户而言,农地确权实施对

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抑制作用要强于未受灾农户;对未获得赔付的农户,农地确权政策对农业

保险购买意愿的边际效应( ０．０５１)尽管不显著,但是其绝对值高于获得赔付的农户边际效应

(０．０３５)的绝对值.上述结果表明,农户受灾将强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的策略性作用,灾后获得

保险赔付则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策略性作用.
　表９ 灾害及赔付情况对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

变量
保险购买意愿

未发生灾害 发生灾害 未赔付 赔付

农地确权 ０．０６１∗(０．０３４) ０．０７０∗∗(０．０２８) ０．０５１(０．０３９) ０．０３５∗(０．０１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５６２(２．０５２) ０．７６２(１．６９３) ０．６７３(１．５８０) ２．３４５(２．６１５)

PseudoR２ ０．１８７ ０．０９７ ０．１５５ ０．１３０
观测值 ２９１ ７８６ ４６３ ３５１

六、结论与讨论

农户的行为意向是直接决定农户行为的关键[３８].本文基于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发挥的规避地权

风险的策略性手段作用,探讨了农地确权政策对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利用２０１７年

河南省麦区农户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１)相对于未进行农地确权的农户,确权农户

有更低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小麦险参保意愿;(２)考虑内生性问题、自选择问题和利用宏观数据进行

的稳健性检验也表明,农地确权政策对参保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性;(３)农民对政府依从性的下降,是
农地确权抑制政策性保险购买意愿的重要中间机制;(４)农户对地权的安全性感知越低,购买政策性

农业保险的策略性作用越明显,农地确权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抑制性也越显著;(５)村干部

家庭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策略性手段不存在显著需求,因而农地确权对村干部家庭的保险购买意愿

影响不显著;(６)对受灾农户而言,农地确权实施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抑制作用要强于未受

灾农户;对未获得赔付的农户,农地确权实施对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边际效应绝对值高于获得赔付的

农户.
以上结论表明,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存在农户购买主动性不足的问题.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并

没有充分发挥其保障农业收益稳定、降低自然灾害风险与市场风险的功能性作用,而是成为地权不稳

定时期农民表达对基层政府的依从、响应政府号召进而规避农地产权风险的策略性手段.相应的政

策启示是:(１)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设计.当前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发挥的风险抵御、平滑收

入等基本功能尚不能充分满足农户需求,接下来应该继续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设计,强化产品

创新与组织创新,真正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稳定收入、抵御风险的功能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

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程度,提升农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购买意愿.(２)政策性农业保险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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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从“政治逻辑”转化为“经济逻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继续推进产权明晰与稳

定,并以农村地权改革为主线推动农村市场化改革.不断弱化政府的影响力,转而提升农户市场逻辑

思维,并运用市场逻辑指导生产经营行为,变被动保险需求为主动保险需求,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
合理配置政策性农业保险.(３)继续发挥政府公信力的引导性作用,引导农户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
在政治逻辑向市场逻辑转化的过程中,应继续提高基层政府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中的有为参与,细
化基层政府参与细则,积极发挥基层政府宣传、引导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的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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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LandRightsandFarmers＇WillingnesstoPurchasePolicyAgriculturalInsurance:
AnExaminationofStrategicInstrumentsforAgriculturalInsurance

CONGShengmei１,２　LUOBiliang２

(１．SchoolofEngineeringManagementandRealEstate,He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Zhengzhou４５００４６,China;

２．NationalSchoolofAgriculturalInstitutionandDevelopment,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Guangzhou５１０６４２,China)

Abstract:The willingnesstoparticipateinpolicyagriculturalinsuranceislesspositiveamong
farmerswithconfirmedfarmlandrightsthanamongthosewithout,implyingaclearcontrastbeＧ
tweentheoreticallogicandreality．Thelackofexpectationbroughtbytheinstabilityoflandrights
reinforcesthedependenceoffarmersonthegovernmentandthecollective,andtheyavoidtherisk
ofweakeninglandrightsbyrespondingtograssrootsgovernmentpolicies．TheconfirmationofagriＧ
culturallandrightsmaystrengthenfarmers＇behavioralcapacityandreducetheresponseeffectofreＧ
latedpolicymobilization．Thepurchaseofpolicyagriculturalinsuranceisgivenbysomefarmersasa
strategicmeanstorespondtothegovernmentandavoidtheriskoflandrights．TheempiricalanalyＧ
sisbasedonfarmhouseholdresearchdatainthewheatareaofHenanprovincefindsthattheissuＧ
anceoffarmlandrightssignificantlyreducesfarmers＇willingnesstoparticipateinpolicyagricultural
insurance,andthisfindingstillholdsafterconsideringtheendogeneityproblem,theselfＧselection
problemandtheretestbasedonprovincialpaneldata;amongthem,governmentcompliancebeＧ
comesanimportantintermediatemechanism．Furtheranalysisshowsthatthestrongerfarmers＇perＧ
ceptionoflandrightssecurity,theweakertheirstrategicroleinpurchasingpolicyagriculturalinＧ
surance;villagecadres＇householdswillweakenthestrategicroleofpolicyagriculturalinsurance;
disasterwillstrengthenthestrategicroleofinsurance,whilegettingcompensationafterdisaster
willweakenthestrategicroleofinsurance．Therefore,policyagriculturalinsurancepromotion
shouldbetransformedfrom＂politicallogic＂to＂economiclogic＂,from passivechoicetoactive
choiceforfarmers,soastopromotetheprecisepolicyandorderly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inＧ
surancemarket．
Keywords:PolicyAgriculturalInsurance;GovernmentDependence;AgriculturalLand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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